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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是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重点,政府补助是引导和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本文基于政府补助文本和专利技术分类信息,构建了沪深两市１２７９家上市公司所获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补助

及其专利化创新活动的对应关系,进而运用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考察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

发现,政府补助在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与质量.但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受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

响:政府补助与企业外部市场化程度存在替代效应,补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仅限于市场化程一般的地

区;政府补助与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形成互补效应,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补助的

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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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是我国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目标,而政府补助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现有文献对于政府补助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存在着分歧[１][２],这可能是

由于不同研究在数据处理、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在数据处理上,现有文献普遍将

政府补助金额作为自变量,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作为因变量,进行笼统的总量分析[３][４],并不能在两

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在方法上,现有文献大多采用 OLS或者对数线性模型[３][５],而专利申请数据更

适合使用泊松回归等计数模型;在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主要从市场环境、企业性质和高管激励等角

度,探讨了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在企业内外部特征影响下的差异化表现[４][６][７].基于此,本文以近年

实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为研究背景,构建了政府补助名目与专利申请技术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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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市公司的财务和高管特征数据,利用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方法,对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进行了

检验,并从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高管特征的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两点:一是利

用相关文件,基于政府补助明细项目和国际专利分类号建立了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直接

联系,从而更准确地度量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二是基于企业的外部市场化程度和内部

高管团队成员研发经历这两个视角分析了政府补助创新效应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化表现,探讨了政

府补助的适用范围,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由于在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观点上存在分歧[２][８],学者们近年开始关注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政府

补助创新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关于外部环境,有研究发现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仅在低市场化或高知

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显著[３][４],也有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

著促进[９].据此可见,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呈现出差异化的效果.
对于企业个体特征,现有研究主要从资产规模、产权性质和内部高管激励等角度,探讨政府补助创新

效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群体中的差异化表现[６][７][１０].
基于文献回顾可以发现,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会受到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的影响.关于外

部环境,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樊纲等人所提出的市场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１１](P６１—２４８),探讨政府补助

创新效应在不同省份间的差异化表现.而关于企业内部特征,现有文献缺乏对于企业内部高管团队

成员特征的关注.当前已有大量文献证实了诸如职业经历等高管特征对于企业创新产出有着重

要的影响[１２][１３][１４],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决策中枢,其成员的个人特征可能影响政府补助的创新效

应.综上,本文拟从企业外部市场化程度和内部高管特征这两个视角,探讨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

作用条件.
(二)研究假设

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可以缓解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问题,并通

过类似官方认证的作用,为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融资的机会,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１５];而持否定观点的

学者则认为政府失灵的现象更为常见,政府补助会对企业产生不良的诱导作用,引发企业以获取政府

补助为目的的“策略性创新”行为[１６].从现实来看,政府补助作为一种常见的政策工具在诸如美国等

其他国家均被广泛使用[１７].我国当前的市场制度体系建设仍未完善,政府补助作为市场机制的补

充,可以在强化创新活动正外部性的同时提高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

设 H１:

H１:政府补助在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
我国自１９７８年开始逐步实施市场化改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不同省份的市

场化进程有所差异[１８](P２１６—２２３).张杰等的研究发现,相比知识产权保护与金融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
政府补助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私人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那些发展水平较差的省份表现更好[１９].
企业在高市场化程度的环境中进行创新,可能具有以下优势:(１)融资渠道较多且完善,能够形成较为

宽松的研发环境[２０];(２)市场中介组织和法治环境较为成熟,企业创新成果的保护与交易机制较为完

备[２１];(３)市场中以竞争机制作为主导,使得企业更加具有创新的动机[２２].因此,在市场化程度高的

地区企业对政府补助的响应动机可能偏弱.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２:

H２: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一般的地区作用更大.
企业是否进行创新,主要由公司内部的高管团队进行决策.基于高管团队理论,企业的战略规划

与决策会受到高管团队成员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２３].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

水平和职业背景等个人特征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１２][１３][１４].其中,高管团队成员的职业经历,对于塑

造其管理与决策风格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与创新活动高度相关的职业经历是高管的研发经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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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经历的高管可能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以下正面影响:(１)更能理解研发与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

性,因此更愿意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２４];(２)能够更合理地制定创新活动的相关规划与战略,提
升资金的使用效率[２５];(３)可能利用自身在技术领域的权威性为企业获取政府的相关补助[２６].据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３:

H３: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对于高管团队成员有研发经历的企业作用更大.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分为５部分:专利数据整理自毕威迪公司的 Oriana数据库;上市公司的政府

补助数据、财务数据和高管特征数据整理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数据整理自王小

鲁、樊纲和胡李鹏所撰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１８](P２１６—２２３).关于数据处理,本文首

先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编制的«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１８)»、国家统计局

编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２０１８)»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制的 WIPOＧMaingroupＧ２０１８０１,构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专利技术分类”的对应关系,得到了属于７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共计３７９７个专利大组.其次,基于文本匹配,标记了政府补助数据中包含“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相关字段的记录,从而得到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为名目的数据,共计１１０９９条,占比为

３９２％.最后,本文依据股票代码对专利数据进行匹配,识别了１２７９家上市公司中属于前述３７９７个

专利大组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共计１４０６２０条.其中,合作申请专利的情况,本文的处理方式如下:
假定 A 公司和 B 公司合作申请了１条发明专利,两家公司各计１条专利.这种情况的比重是

１５３％.最后,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量,本文将研究的时间区间定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二)模型设定

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度量上市公司的创新产出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数量度量上市

公司的创新产出质量.鉴于专利数据为计数数据,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２７],使用伪最大似

然泊松回归作为基准回归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E(TotalSEIInvit＋１|Xit)＝exp(β０＋β１SEIGSpctit＋β２TotalCitingit＋β３Sizeit＋

β４CashRatioit＋β５Levit＋β６ROAit＋γProvince＋δYear＋θIndcd) (１)

E(TotalGrantedSEIInvit＋１|Xit)＝exp(β０＋β１SEIGSpctit＋β２TotalCitingit＋β３Sizeit＋

β４CashRatioit＋β５Levit＋β６ROAit＋γProvince＋δYear＋
θIndcd) (２)

式(１)和式(２)中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TotalSEIInvit＋１表示公司i在t＋１年所申请的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技术分

类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TotalGrantedSEIInvit＋１表示公司i在t＋１年所申请的属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技术分类的发明专利申请截至２０１９年最终被授权的数量.

２．解释变量.SEIGSpctit表示公司i在t年所得到的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放名目的政府补助占

公司在t年总资产的比例.本文以每家企业每年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放名目的政府补助金额总数

除以该企业当年期末的总资产,这里参考了杨芷晴等人的做法[４].

３．控制变量.TotalCitingit表示公司i在t年所申请的发明专利截至２０１９年底为止被其他公司

或个人所引用的总次数,本文以此度量公司i在t年的创新能力.若一项专利申请的被引用次数越多,
那么它的技术价值就越高[２８].与现有文献以被授权专利数量度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方式相比[２９],本文的

做法能够更准确地度量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除此之外,本文参考相关文献[１６][３０][３１][３２],选择了Sizeit(期
末总资产)、CashRatioit(现金比率)、Levit(资产负债率)和ROAit(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

４．虚拟变量.γProvince表示省份的虚拟变量,δYear表示年份的虚拟变量,θIndcd表示上市公司行业的虚

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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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otalSEIInv ６３６１ ２２．１０７ １８７．３３６ ０．０００ ６２５２
TotalGrantedSEIInv ６３６１ １３．１０９ １２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 ４９３９
SEIGSpct ６３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
TotalCiting ６３６１ ３７．９１９ ４７８．７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２９４１
Size ６３６１ １０６．３７７ ５９７．２８ １．３５１ １４９８６．０９０
CashRatio ６３６１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４ ０．９０６
Lev ６３６１ ０．４１０ ０．２１３ ０．００８ ２．０２４
ROA ６３６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５ －０．６３８ １．２０２

　　注:此处的描述性统计使用了所有的数据,意在展示整体数据的情况.在正式估计中,由于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前置１期的处

理,因此会损失部分的观测,变量数值取小数点后３位,SEIGSpct的均值为００００４.

(三)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的结果如表２所示,模型１和模型２分别对应上文中的式(１)和式(２),模型１中的被解

释变量 为 F１_TotalSEIInv,模 型 ２ 中 的 被 解 释 变 量 为 F１_TotalGrantedSEIInv,解 释 变 量 为

SEIGSpct.其中,解释变量为t期,被解释变量为t＋１期.
从表２中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SEIGSpct在模型１中的估计系数为６１８８９,而在模型２中的

估计系数为９４３９３,上述结果分别在１０％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于泊松回归估计系数有

exp[(xk＋δ)∗βk]/exp(xkβk)＝exp(δ∗βk)的性质,因此若解释变量增加δ单位,被解释变量的平均

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exp(δ∗βk)倍.本文以００１为单位计算模型１和模型２中SEIGSpct的发生

率比.当SEIGSpct增加００１,F１_TotalSEIInv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exp(００１∗６１８８９)＝
１０６４倍,而F１_TotalGrantedSEIInv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exp(００１∗９４３７３)＝１０９９倍.
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设１得以验证.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SEIGSpct ６．１８８９∗

(１．８５)
９．４３９３∗∗∗

(２．７５)

Size ０．０００６∗∗∗

(３．１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９７)

CashRatio ０．７２１７
(０．８８)

０．１７４９
(０．３６)

TotalCiting ０．０００２∗∗∗

(１５．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２２．０５)

Lev ２．７０２５∗∗∗

(７．３７)
２．０３２４∗∗∗

(７．９２)

ROA ４．６３８２∗∗∗

(６．３２)
４．１４２４∗∗∗

(６．０１)

常数项 １．１２２５∗∗

(２．２３)
１．３６８７∗∗∗

(４．２３)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６８５１ ０．６８９１
观测个数 ４５９４ ４５９４

　　注:∗∗∗、∗∗ 和 ∗ 分别表示 １％、５％ 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统计值.下

表同.

本文参考Correia等人的建议,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年
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伪最大似然泊松回

归.模型１和模型２的PseudoR２分别为０６８５１和０６８９１,这
说明本文所设定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利用负二项式回归、零膨胀

泊松回归和零膨胀负二项式回归对模型１和模型２进行了再估

计.一般而言,由于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已经放松了关于因变

量条件均值的假定,因此无需再考虑因变量条件均值与条件方

差不相等时所导致的过度离散问题.在这里,本文仅是基于上

述３种回归模型对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辅助性检验.限于篇

幅,本文 省 略 了 表 ３ 中 的 控 制 变 量 估 计 结 果.可 以 看 到,

SEIGSpct在３种回归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向并且显著,稳
健性检验中估计结果在方向和显著性上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比

未存在明显差异.
(五)异质性分析

１．区域市场化程度

基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１８](P２１６—２２３)中所

报告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
本文首先计算了我国大陆地区３１个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的平均值,再基于此评分对３１个省份进行排序,取前１０位作为“市场化程度－高”的
样本组,取后２１位作为“市场化程度－普通”的样本组,基于伪最大似然泊松回归对模型１和模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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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估计,所得的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负二项式回归

模型１ 模型２

零膨胀泊松回归

模型１ 模型２

零膨胀负二项式回归

模型１ 模型２

SEIGSpct
１２．３１２９∗∗ １２．７１３２∗∗ １０．６０８３∗∗∗ ８．９７６２∗∗∗ １２．３１２７∗∗ １２．７１３４∗∗

(２．５３) (２．１９) (４１．３８) (２０．７１) (２．５３) (２．１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４０１１∗∗∗ ０．３８１９∗∗∗ １．２９０９∗∗∗ ０．８６４１∗∗∗ １．４０１１∗∗∗ ０．３８１９∗∗∗

(１９．６５) (４．６４) (１０９．２８) (４３．９３) (１９．６５) (４．６４)

PseudoR２ ０．１００６ ０．１０２７ － － － －
观测个数 ４５９９ ４５９９ ４５９９ ４５９９ ４５９９ ４５９９

　表４　政府补助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变量
市场化程度－高

模型１ 模型２

市场化程度－普通

模型１ 模型２

SEIGSpct
１１．１７８５ １３．２３５６ ３．２８３８∗ ６．５９６４∗∗∗

(０．４３) (０．５６) (１．８８) (３．９６)

Size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９∗

(２．８５) (２．０６) (２．９９) (１．８９)

CashRatio
０．４１５４ －０．２７８７ ０．７３５９∗ ０．５３８８
(０．４２) (－０．４７) (１．９０) (１．４４)

TotalCiting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７４) (２０．２８) (７．１７) (７．２７)

Lev
２．７７９２∗∗∗ １．８７０４∗∗∗ １．８８７５∗∗∗ １．５７８６∗∗∗

(６．３２) (５．８２) (６．３１) (５．４６)

ROA
６．７６９８∗∗∗ ５．５２４９∗∗∗ ２．４４８３∗∗∗ ２．８８６２∗∗∗

(５．０８) (４．５１) (２．８２) (３．１３)

常数项
１．０２４５ １．５５４８∗∗∗ １．３１０９∗∗∗ ０．８３３８∗∗∗

(１．６３) (４．０９) (５．９１) (３．８５)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７１４８ ０．７３４３ ０．６４５３ ０．６０５８
观测个数 ３２５１ ３２５１ １３３８ １３３５

表４的估计结果发现,市场化程度与政

府补助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政府补助对

于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显著正向影响仅在市

场化程度普通的分样本中成立.这可能是由

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拥有更

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因此政府补助对于其

创新活动的影响较小.而在市场化程度普通

的地区,由于金融发展水平和相关融资制度

尚不完善,政府补助对于上市公司创新活动

的影响较大.
从估计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来看,在市

场化 程 度 普 通 的 地 区,当 SEIGSpct增 加

００１,F１_TotalSEIInv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

原先的exp(００１∗３２８３８)＝１０３３倍,这一

影响 在 １０％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显 著;而 当

SEIGSpct增加００１,F１_TotalGrantedSEIInv
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 exp(００１∗
６５９６４)＝１０７倍,这一影响在１％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设２得以验证.

２．高管团队研发经历

本文基于CSMAR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职业背景数据,将职业背景记录为“研
发”的观测记为１,其他记为０.若上市公司i在t年的高管团队中至少有１名成员具有研发经历,则
记为“高管团队有研发经历”;若上市公司i在t年的高管团队中无人具有研发经历,则记为“高管团

队无研发经历”.本文据此进行了分组估计,所得的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创新产出的显著影响仅在高管团队有研发经历的分样本中成立.从估计系

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来看,在高管团队有研发经历的分组中,当SEIGSpct增加００１,F１_TotalSEIInv
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exp(００１∗５９４３１)＝１０６１倍,这一影响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而当SEIGSpct增加００１,F１_TotalGrantedSEIInv的平均发生次数将是原先的exp(００１∗８９４２２)＝
１０９４倍,这一影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这一结果显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会受到高管团队研发经历的影响.高管团队是上市公司内

部的关键决策团体,决定着研发投入的数量与流向,若其内部成员具有研发经历,可能更有效率地利

用政府补助,进而对公司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设３得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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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政府补助对高管团队有/无研发经历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变量
高管团队成员有研发经历

模型１ 模型２

高管团队成员无研发经历

模型１ 模型２

SEIGSpct
５．９４３１∗ ８．９４２２∗∗∗ ３．５４４６ １４．７６８５
(１．７０) (２．７３) (０．３４) (１．１４)

Size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３．０３) (２．０２) (５．２４) (４．７７)

CashRatio
０．７９７２ ０．１１５０ ０．４９１０ ０．４００８
(０．８８) (０．２４) (１．２７) (１．１３)

TotalCiting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２∗∗∗

(１２．９６) (２０．４２) (１３．２６) (１１．６０)

Lev
３．１４９１∗∗∗ ２．２５４８∗∗∗ １．１３３７∗∗∗ ０．７１８９∗

(６．７０) (７．５４) (２．８１) (１．７５)

ROA
５．３０９１∗∗∗ ４．４１９５∗∗∗ ３．２４８５∗∗∗ ３．３６８２∗∗∗

(５．６８) (５．９６) (４．０３) (４．７５)

常数项
０．９６４０∗ １．６３２５∗∗∗ １．６２９０∗∗∗ １．４４７８∗∗∗

(１．６７) (５．０３) (６．７５) (５．８５)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R２ ０．７０６１ ０．７２９４ ０．６８９７ ０．６０８３
观测个数 ３６８６ ３６８６ ８８８ ８８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合理利用政府补助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当前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本文在准确匹配政府补助名目与专利技术分类的基础上,利用更为稳健的估计方法,探讨了政府

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三方面研究结论:(１)政府补助能够在总体上提升企业专

利化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２)政府补助与企业外部市场化程度存在替代效应,补助对企业创新活

动的促进作用仅限于市场化程度普通的地区;(３)政府补助与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形成互补效

应,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政府补助在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的

数量与质量,其作为政府引导企业创新的重要工具,在当前经济建设中有继续实施的必要;(２)政府补

助与市场机制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不同省份在拟定政府补助策略时,应当结合本地的市场

化程度对政策进行具体调整.例如,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可以考虑调整政府补助的形式,由常见的

统一事后资金补贴向阶段性补贴等较为灵活的形式转变.而对于市场化程度一般的省份,在实施政

府补助的同时,也应当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建立健全长效的市场机制;(３)企业

高管团队成员的研发经历与政府补助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企业需要考虑自身高管团队结构的合理性,
重视高管研发经历的作用,以提升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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